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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 
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

惡托邦

● 王德威

摘要：中國當代小說敍事充滿惡托邦（dystopia）和異托邦（heterotopia）。這一現

象促使我們細究這個時代烏托邦(utopia)想像的光譜，叩問由政黨機構和知識份子

所提出的烏托邦話語與文學界所流行的惡托邦話語間，是否存在對話潛能，或是

對話的不可能。本文試圖從政治論述、文學體裁和社會想像中，分析現代和當代

中國烏托邦敍事中最具爭議的範疇，特別指出當代政治敍事與虛構小說想像中國

未來時，所呈現的「潘格羅斯主義」（Panglossianism）和「幽暗意識」間的關係。潘

格羅斯主義典出伏爾泰（Voltaire）對萊布尼茲式樂觀主義（Leibnitzian optimism）的

批判，這一論式為歷史的過去和未來的合理性作辯護。幽暗意識則來自張灝的啟

發，但並不執著「幽暗」的道德寓意，轉而強調文學想像深邃的潛能；有鑒於後社

會主義時代中國烏托邦／惡托邦論述捲土重來，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其歷史譜系和

虛構因素再作反思。

關鍵詞：現代中國文學　烏托邦　惡托邦　潘格羅斯主義　幽暗意識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顧城：《一代人》

現代中國文學始於對烏托邦（utopia）的召喚。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

濱創辦《新小說》，並首發新作《新中國未來記》。小說開篇虛構了2062年中國

繁榮富強的盛景。這一年，「大中華民主國」歡慶建國五十周年，全球矚目，

薄海同歡。孔子第七十二代後裔、眾所景仰的學者孔宏道應邀在上海世界博

＊	本文由肖一之博士翻譯初稿，僅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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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講演，講題為〈中國實現民主的方式〉。孔老先生的講演吸引了無數聽眾， 

包括成百上千的留華學生。

如果《新中國未來記》的宏大開篇令人覺得眼熟，或許緣於千禧年後，新

中國的「未來」已經成為現實。當代中國已晉升為世界政治及經濟大國，不僅

舉辦世界博覽會，甚至也成了奧運東道主。更神奇的是，數以百計的孔子學

院遍布全球，從南亞的巴基斯坦到非洲的盧旺達、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無遠

弗屆。梁啟超的儒教烏托邦儼然已經在社會主義中國實現。2013年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表的「中國夢」論述，彷彿延續着百年前梁啟超的未竟之夢。他展望

新中國將憑藉社會主義方式、民族主義精神和民族團結的力量，蓬勃發展，

完成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工程1。

儘管在社會主義詞彙中，「烏托邦」因其空想色彩而向來受到質疑2， 

「中國夢」喚起理想的政治和文化願景，畢竟不能擺脫烏托邦隱喻。事實上，

「中國夢」也可能代表近年一系列有關新中國未來想像的高峰。從「大國崛起」

到「天下論」，從「再政治化」到「通三統」，我們正見證着學者、執政者打造新

中國的未來——與過去。這些論述一般不從文學視角分析，但這些論說的修

辭法和想像力投射了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它們共享的宏大敍事，促使我們

重新思考烏托邦及其在當代中國的文學表徵。

反諷的是，如果我們將焦點轉向當代文學，反而看不到多少傳統意義上

的烏托邦敍事作品。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

盡江南》）描繪的是上一代烏托邦事業所留下的廢墟中國，陳冠中的《盛世：中

國，2013年》闡述一個集體失憶、忘其所以的中國，馬健的《肉之土》則幻想

一個和《山海經》一樣怪獸橫行的中國，韓松的《火星照耀美國》（又名《2066年

之西行漫記》）勾勒的是人工智能及火星人佔領的中國及世界。

中國當代小說敍事充滿惡托邦（dystopia）和異托邦（heterotopia）。這一現

象促使我們細究這個時代烏托邦想像的光譜，叩問由政黨機構和知識份子所

提出的烏托邦話語與文學界所流行的惡托邦／異托邦話語間，是否存在對話潛

能，或是對話的不可能。

本文試圖從政治論述、文學體裁和社會想像中，分析現代和當代中國 

烏托邦敍事中最具爭議的範疇3。第一部分從歷史視角描述烏托邦在晚清

的崛起，並以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和吳趼人《新石頭記》為例，思考其敍

事和思想的矛盾與合流之處。第二部分重新審視現代中國具有烏托邦色彩 

的政治和思想宣言與論述，並以「說服文學」（literature of persuasion）這一概 

念切入討論核心。第三部分觀察千禧年後的小說中惡托邦和異托邦傾向，特

別指出當代政治敍事與虛構小說想像中國未來時，所呈現的「潘格羅斯主義」

（Panglossianism）和「幽暗意識」間的關係。潘格羅斯主義典出伏爾泰（Voltaire）

對萊布尼茲式樂觀主義（Leibnitzian optimism）的批判。這一論式為歷史的過去

和未來的合理性作辯護4。幽暗意識則來自張灝的啟發5，但並不執著「幽

暗」的道德寓意，轉而強調文學想像深邃的潛能，不論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

當然，這兩個概念有待更多思辨。因此，本文以當代烏托邦／惡托邦小說作為

思辨的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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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本文最終要說明的是，有鑒於後社會主義時代中國烏托邦／惡托邦論述 

捲土重來，我們有必要對其歷史譜系和虛構因素再作反思。烏托邦敍事的根

本在於其政治虛構性6。此處所謂的「虛構性」指的並非「文本的遊戲」，而是

公共話語實踐中業已存在的「邦國治理」（polis）和「詩意創造」（poiesis）複雜的

互動關係。純從理論資源而言，本文得力於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論，公

民社會的共識有賴群體經由言說——說故事（storytelling），即從無到有的創

造——所構成的交流與實踐7；以及丸山真男所論，政治的功能性之一，在

於預設了「文學的虛構性定位」8。通過語言和意象的建構，烏托邦與其辯證

對立面——惡托邦——構成了一個思想與行動、欲望和恐懼不斷互動的想像

空間，政治因此興起或坎陷。

一　大中華民主國與文明世界

「烏托邦」（原譯「烏託邦」）是嚴復翻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時創造的新翻譯用詞：「凡其國之所有，皆足以養其欲

而給其求，所謂天行物競之虐，於其國皆不見，而惟人治為獨尊，在在有以

自恃而無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獸之微，皆所以娛情適用之資，有其利而無

其害。又以學校之興，刑罰之中，舉錯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

以多。馴至於各知職分之所當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

進於治化無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稱之曰烏託邦。」9

他在註解中思索統御術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係，並得出結論：教育和啟蒙是

一個國家繁榮的關鍵。嚴復的翻譯淡化了烏托邦作為虛構、投射想像的特

質。他認為在適者生存法則下，任何國家都應以實現烏托邦為目標。換句話

說，他將烏托邦與社會進化論為基礎的目的論畫上等號bk。

嚴譯《天演論》早在1895年即已部分發表，1897到1898年間則於《國聞報》

連載。在甲午戰爭、百日維新期間，嚴復推動赫胥黎闡釋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式「適者生存」論，很快在改良派知識份子中引起關注。但嚴復等提倡

烏托邦的方式引發了文學工具性的問題，也就是說，文學的虛構性只有在扣

緊歷史經驗或未來期望時，才有其意義。這種對文學的理解，顯然與「文」和

「道」之間相互牽引的經典詮釋有關。文學既是一種再現形式，亦是一種體現

世界方式的載體。嚴復和夏曾佑的〈本館付印說部緣起〉即主張宣導理想小

說、描述「英雄兒女」，目的無他，即為「公性情」服務bl。

梁啟超響應了嚴復和其他同道的號召，1902年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 

提出了著名的論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有不可

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bm一如梁啟超所述，小說與國家，烏托邦與歷史，在某

一神奇時刻可以成為互相置換的概念。這樣的論述帶來了現代中國文學實踐和 

政治想像的獨有特質：一方面文學反映了歷史悠久的「文」以載「道」的有機連結

（chain of being）bn，但另一方面又暴露出想像和現實之間不可化約的矛盾。此

種矛盾在往後幾十年間，隨着中西小說理念和政治敍述的消長而愈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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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提倡「新小說」，心目中的理想文類就是烏托邦。《新中國未來記》 

遙想大中華民主國烏托邦，雖然未竟終篇，仍必須視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濫

觴。《新中國未來記》的源頭之一是日本作家末廣鐵腸的政治小說《雪中梅》

（1886）bo。《雪中梅》開篇描寫2040年10月3日日本慶祝召開國會一百五十周年 

的盛況，與《新中國未來記》以「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為

楔子雷同bp。梁啟超同時也受到貝拉米（Edward Bellamy）《回頭看，2000-1887》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1888）的影響。這是清末首部中譯的西方科幻

小說，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節譯，1891到1892年間連載

於《萬國公報》，宣導的主題如國家民族主義、科學烏托邦、軍事工業化等觀

念，以及倒述修辭等敍事策略，都深深吸引當時的讀者bq。

《新中國未來記》通過倒敍手法，講述了小說的兩位主人公黃克強和李去

病的來往br。1895年甲午戰敗，兩人前往牛津大學學習新思想。百日維新失

敗，兩人面對又一關鍵抉擇。李去病寄望立竿見影的革命行動，黃克強則提

醒他暴力和犧牲的徒勞，兩人最終分道揚鑣；黃克強赴柏林學習最新的政治

科學，而李去病則前往巴黎見證法國革命的結果。兩人在返回中國的途中重

逢，幾經辯論，仍然無法消弭如何振興中國的理念分歧。《新中國未來記》在

第五回戛然而止。

晚清小說有相當數量都未完成終篇，部分反映當時創作環境的動盪。梁

啟超基於多種因素放棄完成這本小說，包括他的政治計劃有所改變bs。《新中

國未來記》的特殊之處在於，它雖然半途而廢，卻意外點出其烏托邦構想的複

雜面。梁啟超既以小說作為革命方法，敍述「未來」就意味延續時間進程與情

節發展，揭示革命最終的出路。小說欲意講述新中國未來五十年間如何實現

富強，但未竟終篇的事實卻暴露出敍事形制和歷史進程的短路。小說雖然未

完，卻在開篇以倒敍法預告中國未來的盛況。小說因而在現在與未來，或敍

事過程與歷史目的間產生斷裂。

此種「未來完成式」語態，雖然處理了未來將會發生的結果，卻不能顧及

未來如何發生的過程bt。當遙不可及的未來變成超前部署的預期時，或當神

秘的天啟時刻被證明不過是先見之明時，梁啟超已然將他的未來願景變成懷

舊式的「回到」未來。與其說《新中國未來記》開拓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視野，不

如說是對傳統盛世的回歸。

《新中國未來記》之後，不少晚清作品都出現了烏托邦描寫：湯頤瑣《黃繡

球》（1905）中的「自由村」、旅生《癡人說夢記》（1905）中的「仙人島」，以及碧

荷館主人《黃金世界》（1907）中的「螺島」。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1906）安

排一群晚清太空人飛向銀河裏的烏托邦，陸士諤《新野叟曝言》（1909）將木星

設定為外太空洞天福地，而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1904）則頌讚一個孔

子、佛祖和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三位一體的月球殖民地ck。與梁啟超

的大中華民主國一脈相承，陸士諤《新中國》（1910）描述1950年的中國：那時

中國「必將已經」是個泱泱大國，唯一挑戰是如何分配過剩的財富。碧荷館主

人的《新紀元》（1908）預言中國將會在1999年成為世界強權：君主立憲，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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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已在六十年前歸還，蒙古、新疆和西藏成為行省，中央和地方議會成功運

轉，各個政黨暢所欲言。

不論就任何標準而言，吳趼人的《新石頭記》（1908）可說是晚清最精彩的

烏托邦小說之一。顧名思義，這本小說續寫曹雪芹的《石頭記》（《紅樓夢》）。

小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中，賈寶玉歷劫數百年後重返紅塵中的一個

「野蠻世界」，他試圖傳播維新思想，卻被視為異端而遭逮捕。第二部分寫賈

寶玉從獄中逃脫，卻一頭栽進了神秘的「文明世界」。「文明世界」和桃花源式

的田園烏托邦不同，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科技發展尤為先進：人造氣候使農

業四季豐收，機器人操持日常雜務，靈丹妙藥提神健腦⋯⋯賈寶玉乘飛車至

中非狩獵，搭潛水艇航行海底cl。全書高潮是賈寶玉拜訪「文明世界」的統治

者東方強——亦即甄寶玉（賈寶玉的分身）。通過後者之口，吳趼人介紹自己

的烏托邦藍圖。東方強認為治國之道無他，就是懷有仁人之心。

吳趼人的「文明世界」看似妙想天開，其實蘊藏理念宏圖，令我們想起梁

啟超的大中華民主國。如將《新中國未來記》和《新石頭記》並列一起，我們可

以得知晚清烏托邦想像中最重要的兩種願景。兩者都設想了一個物質層面上

遠勝西方列強的中國，並點出中國現代性的底蘊在於儒家仁義精神的發皇。

「仁」既是為政之道，也是富國良方；既是天理內爍的表徵，也是物理繁盛的

法則。

然而，梁啟超和吳趼人的烏托邦在時空結構和敍事方法上大有不同。梁

啟超奉革命之名創辦《新小說》，並以《新中國未來記》勾勒烏托邦想像。梁啟

超的革命理念源頭駁雜，既有傳統中國的天命觀念，又有得自明治維新和法

國大革命的啟發cm。他試圖以詩歌、文界、小說革命證成政治革命的意義，

《新中國未來記》可謂他的起手式。唐小兵曾指出，小說中黃克強和李去病的

爭辯恰恰反映梁啟超本人的政治抉擇；他徘徊在「兩種對立的現代性歷史範式

之間」，黃克強代表的是伯倫知理（Johann K. Bluntschli）的德國式自由理想，

傾向憲政主義和中央集權；李去病代表的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式法

國革命主義，嚮往社會契約和激進共和。兩位主人公之間的爭論攸關兩種革

命觀——漸進改良與暴力行動——的辯證cn。有鑒於小說始於2062年的倒

敍，我們確知黃克強最終勝出，成為大中華民主國第二任總統。

梁啟超構想的烏托邦是一種排他的、線性（但並不一定是進化或革命的）

的發展總結。這一線性模型曾深受儒家和歐洲古典主義的青睞，卻剝奪小說

家及讀者想像未來的多樣性可能和敍事作為自由意志發展的維度。如上所

述，《新中國未來記》採用「未來完成式」的語態展開。梁啟超似乎視「未來」為

歷史盡頭的魔幻時刻，然而因為小說夭折，使得推動這一未來時刻發生的過

程付諸闕如。當未來變成歷史時間表上注定會發生的終點，它就不再是種種

已知和未知力量彼此衝擊的結果，而是一個超越時間的神秘節點。

吳趼人並非晚清政治改革運動的局外人。他受康有為和譚嗣同「新學」的

影響，曾一度積極參與君主立憲運動，以及1905年抗議美國《排華法案》和華

工遭受不平等待遇。1897至1898年間，吳趼人完成了六十篇改良中國方案的

文章，內容從軍事訓練到司法改革、外交策略、經濟規劃、科學實驗、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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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洋洋大觀co。以此，吳趼人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烏托邦，而這一烏托邦

在《新石頭記》中化為「文明世界」。

相較於《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的敍事展現更複雜的時間結構。一

如曹雪芹的《石頭記》，吳趼人的小說包含多重嵌套的時間軸線；神話、夢

境，現實、歷史追憶互為表裏。他又並置野蠻世界與文明世界，以此戲仿曹

雪芹原作中真假虛實的二元變化。如果梁啟超將他的大中華民主國視作進化／

革命時間表的終點，吳趼人則將他的文明世界與野蠻世界同時並存於平行時

空裏，互為他者，此消彼長。

《新石頭記》中，賈寶玉的烏托邦之旅最終進入一個夢境。在夢中，賈寶

玉再次回到中國。此時的長江三角洲已經完全工業化，北京即將舉辦萬國博

覽大會。賈寶玉應邀出席一場世界和平大會，主要貴賓正是東方強／甄寶玉。

賈寶玉大驚，從夢境驚醒。吳趼人將東方強塑造為改變中國的明君，但對讀

這個人物的原型甄寶玉，就不難發現吳趼人的疑慮。作為賈寶玉的對立面，

甄寶玉所象徵的「真」恰是賈寶玉可望而不及的幻夢。因此，東方強／甄寶玉在

文明世界中的種種成就，反而坐實賈寶玉嚮往的烏托邦——（白日）夢——的

虛妄。果然，小說以賈寶玉驚夢，文明世界成為太虛幻境作為反高潮。

《石頭記》的開篇神話：女媧煉石補天時，頑石寶玉錯過機會；他以塵世

的浮沉彌補這一遺憾。然而《新石頭記》中當賈寶玉大夢醒來，赫然發現文明

世界已然大功告成，自己又一次錯過補天的機會。在痛苦的過去和奇幻的未

來間，出現了一層時空皺褶，正是在這段平行的時間的縫隙裏，烏托邦成為

可能。穿梭在過去和未來間，吳趼人筆下的賈寶玉注定是塊憂鬱的頑石，時

光隧道中孤獨的行者，烏托邦永遠的遲到者。

對梁啟超和吳趼人而言，小說敍事和政治論述是以互補的形式發揮 

作用，從而揭示烏托邦話語中內裏的張力：即烏托邦既是一個值得尋覓追 

求的「洞天福地」（eutopia），卻也是一個僅存在於虛擬幻想中的「烏有之鄉」

（outopia）。梁啟超將他的新中國投射在時間流變的理想高潮，而吳趼人則將

文明世界與野蠻世界作互為表裏的對比。梁啟超用「未來完成式」敍事法預告

完美秩序終將「已經」實現，而吳趼人則將自己的理想境界置於多重時空的褶

皺中。我認為這兩種敍事策略呈現了現代中國烏托邦概念的分歧發展，它們

之間的糾纏關係也可成為我們在新時代辯論「新中國的未來」的指標。

二　「所有可能的美好世界中，最好的那個世界」

千禧年之交以來，宏觀中國的過去與未來成為學界風潮，儼然與一個世

紀以前的現象形成對話。如果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展現的是感時憂國的焦

慮，他們在二十一世紀的對話則樂觀得多。在「大國崛起」的呼聲中，知識界

也喜上眉梢，彷彿《新中國未來記》有了當代版本。

這些論述高瞻遠矚，大言誇誇，每以史策讜論自居，相對於虛構的小

說，不妨稱之為「大說」。大說討論崇高的主題，從民族主義到主權國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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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邊疆爭端到思想建設，無所不包。大說調動中西理論，訴諸眾所關心的天下

大勢、歷史現象，的確比小說更顯得言之有物。但有一項事實我們往往視而

不見，那就是這些大說所依賴的修辭策略、敍事姿態和情感取向無不透露出

想當然耳的氣息，但它們其實同樣需要想像建構。在這一層意義上，當代大

說是最新一輪的「說服文學」cp。

簡單地看幾個例子。趙汀陽重新闡發和肯定古代中國「天下」的概念cq；

閻學通和徐進等學者再探「王霸天下思想」，探索將先秦諸子政治思想應用於

當今中國的可能cr；甘陽推崇「通三統」，勾勒儒家思想、毛主義和鄧小平理

論之間的正統譜系cs；蔣慶則認為復興儒學才是脫離西方政體的唯一方法ct。 

其中最有影響力的還包括汪暉，他盛讚中國現代性是一種反（西方）現代性的

現代性，並藉由知識考古學一路將中國政治思想的譜系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之

治。他思考朝貢體系的當代意義，作為想像新世界秩序的藍圖dk。

儘管這些大說各有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卻同樣熱衷從傳統知識資源裏

找尋思想突破點，用以和西方典範抗衡。它們的論述顯現後社會主義時代的

學術信心，企圖「打撈和恢復中國知識傳統中的積極一面，用以抗衡五四以來

對傳統不加分辨的破壞」dl。正如蔣慶的書名《公羊學引論》所暗示dm，這些學

者都或多或少地效仿了公羊學話語，試圖通過對古典「微言大義」的解讀，發

掘其歷史和政治在當下此刻的隱喻。也正是因為這種隱喻的風格、言志感時

的情懷，這些學者筆下盡顯文學基調。

的確，這些學者、思想家的論述既無情節，更乏人物；他們務實不務虛， 

關心的都是有根有柢的國家大事。但細讀他們如何給歷史「編上」情節，如何

借此喻彼、投射治國之道，如何訴諸民意輿情，就會發現他們為國家找個「說

法」的衝動——那是說故事的衝動。當他們努力喚起過去或未來應該如何，或

想像其起承轉合的政治深意，就成為打造「紙上烏托邦」的一員。也因此，後

社會主義時代大說與上個世紀初烏托邦論述有着微妙的相似之處，尤其是梁

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康有為的《大同書》。而康、梁正是晚清復興公羊學

的關鍵人物。

按照黃樂嫣（Gloria Davies）的說法，當代大說家一如傳統知識份子般憂國

憂民dn。但在一個中國「已經」崛起的時刻，他們不像梁啟超那一輩必須面對

急迫的家國困境；相反地，他們的論述顯現更多自信的推論和想當然耳的信

仰。如果梁啟超還需要借用小說形式來闡發自己的政治理念，那麼當代大說

家則對自己敍事中的元歷史（meta-history）維度輕描淡寫，遑論其中的想像元

素。他們嚮往宏觀方案，並以貫古通今的語境加以表述，因此體現林毓生所

謂「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傾向do，即對中國問題作一以貫之的思考理解， 

並提出順理成章的說法，甚至解決方案。

以此，我提請注意中國當代知識界的「潘格羅斯式」傾向。潘格羅斯博士

（Dr. Pangloss）是伏爾泰小說《憨第德》（Candide, ou l’Optimisme, 1759）中的角

色，以熱衷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哲學而著稱。在伏爾泰筆下，萊布

尼茲哲學讚揚上帝恩典無所不在，形成沒有底線的樂觀主義邏輯：所有存在

的事物，不論好壞，必定有其深意，作為人子，我們只需心悅誠服地接受現

c197-202207023.indd   66c197-202207023.indd   66 6/6/2023   下午2:116/6/2023   下午2:11



	現代中國文學的	 67	

	烏托邦和惡托邦	

實，揣摩神恩。伏爾泰是啟蒙主義先鋒，自然對潘格羅斯式思維大加撻伐，

《憨第德》即是最著名的文本。

小說中，年輕的憨第德（Candide）童年備受庇護，接受家庭教師潘格羅斯

所授的萊布尼茲式樂觀哲學，以為生命所有現象無不是神恩顯現，自有其不

得不然的道理。然而這個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還是被捲入一系列的試煉，從

家破人亡到里斯本大地震浩劫，再到自己的流離困頓以及心愛之人被賣身為

奴。憨第德旅途的高潮之一為拜訪「黃金之國」多拉多（El Dorado）。這是一個

平等和樂、科學昌明的烏托邦，沒有任何貪婪、矯飾、宗教衝突或苦難。黃

金之國的富強康樂正與外在世界的天災人禍形成強烈對比，然而這是個過於

理想的國度，憨第德必須回到現實。他在後續旅程裏又經歷一系列災難，最

終失去一切，心愛之人也成了一個醜陋的悍婦。憨第德的烏托邦之旅變成一

場徒然的追尋。

小說最後，憨第德和潘格羅斯歷經千辛萬苦，回歸田園，似乎找到平靜的 

生活。回顧過往的艱辛，潘格羅斯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經歷的考驗畢竟有其道 

理：所有苦難最後證明無一不是上帝的安排；所有的錯誤都能自動撥亂反正， 

所有的代價都值得無償付出。潘格羅斯憶苦思甜，不禁心懷感激，原來「一切

都是為了能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世界存在」。面對老師的大說大

講，憨第德未多作反駁，僅淡淡回答：「我們必須耕種我們的園子。」dp

我對中國當代「說服文學」中潘格羅斯式傾向的觀察，受益於古爾德

（Stephen J. Gould）和陸文頓（Richard C. Lewontin）對古生物史研究的啟發。古

爾德與陸文頓1979年的論文〈聖馬可教堂的窗間拱背與潘格羅斯典律：對適者

在伏爾泰筆下，萊布尼茲哲學讚揚上帝恩典無所不在，形成沒有底線的樂觀主義邏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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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生存論的批判〉（“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曾引起古生物史界熱烈討論。兩人以

「潘格羅斯典律」（Panglossian Paradigm）為名，批評自然生態學及古生物學研

究的樂觀進化主義。他們對某些生物學家的進化論觀點表示質疑，認為後者

將所有進化特徵都歸結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子化產物，忽略任何其他

原因或可能。相對地，他們提出進化過程中，偶然性和拓展適應（exaptation，

即將舊的器官用於新的目的）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據此，他們提出「間斷平

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一反將進化視為一緩慢、漸變、積累的過程， 

而視其為緩與速、不變與突變交替的過程，從而在地質紀錄中留下許多時而

停滯、時而動盪的信息dq。

他們以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窗間鑲嵌彩圖為例，指出彩圖的設計與建築和 

周遭環境相互配合，看似連成一氣，但實際上這些彩繪未必如此「渾然天成」， 

而是因應空間限制，窮則變、變則通的成果。以此，兩人說明古生物的進化

也是如此。進化不是簡單優勝劣敗的過程，而含有特定的環境局限和誘因，

衍生無數歧出、偶然的特性。他們將那些樂觀派達爾文進化論學者比作伏爾泰 

筆下的潘格羅斯，因為後者熱衷倒果為因，總追求凡事本該如此的結論dr。

延伸伏爾泰、古爾德、陸文頓等對甚麼是歷史進化的思考，我認為，部

分當代中國學者打造的宏大敍事也存在類似的潘格羅斯邏輯心態。他們承襲

了現代性的「強勢」思想ds，追求理所當然的歷史邏輯，行文敍事則起承轉合， 

頭頭是道。必須承認的是，社會主義論述從來充滿樂觀的目的論傾向，這些

當代學者絕非始作俑者；比起毛時代論述，他們甚至表達出前所少見的「憂患

意識」。然而不論回顧或前瞻歷史，他們還是有意無意地流露一股補償心態，

或為歷史轉折強作解人，或對黨國決策全心期待。哪怕革命的歷程充滿多少

起伏顛撲，他們也能辯證再辯證，找出一套為歷史、為現狀自圓其說、自我

解套的邏輯。一切其來有自，黨國的合法或合理性不論有多少可以論責甚至

質疑之處，都必須納入捨此無他的時程，證成最後的圓滿無缺。換句話說，

歷史的後見之明原來就是先見之明，一切曾發生過的，或將發生的，必定是

「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世界」。

於是，甘陽構思貫穿今古的「通三統」，劉小楓提出獨尊毛澤東的「聖王

論」dt，趙汀陽強調中國文明有如「漩渦」般席捲周邊其他文明ek⋯⋯同樣引

人矚目的還有汪暉的〈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汪暉理解中國從

1949年以來一直是一黨獨大，因此往往被認為是非民主國家。但他指出：「在

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的政府與政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這些

調整不是受制於外來的指點，而主要是根據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而進行的自我

調整。作為一種政黨的路線糾錯機制，理論辯論，尤其是公開的理論辯論，

在政黨和國家的自我調整、自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有的歷史錯誤據

說都可以被這神奇的自動「糾錯機制」所改正。到了1990年代，黨內自動糾錯

機制又有了知識份子公開辯論的平台作為補充，運作更為妥貼el。汪暉也呼

應其他「新左派」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並非一無是處，不應全盤否定；文革

所釋放的大破大立的動能為日後改革開放奠基，而且毛澤東的大鳴大放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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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也應該對這「去政治化」時代的政治有所啟發em？談到「中國夢」，還有甚

麼比張旭東的闡釋更能直通潘格羅斯主義的三昧？「『中國夢』話語可以把具體

和抽象、特殊與普遍、自我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實踐和理論、經濟與文化、 

文化與政治打通勾連在一起，把一個總體性的結構曲折地然而清晰地敍述和

表現出來，使之獲得一種生動的實質性。」en

我無意貶低這些知識份子的烏托邦論述。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尊重他們

的苦心孤詣，我以為有必要進行嚴肅的對話。相對於潘格羅斯主義，我提議

重新思考張灝1980年代所提出的幽暗意識。

對張灝來說，幽暗意識指的是「發自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陰暗面和人類社

會中根深柢固的黑暗勢力的正視和警惕」eo。張灝點明了幽暗意識與憂患意識

之間的關聯，但認為後者只是前者的準備。也就是說，如果憂患意識指的是

人對歷史不確定性和環境的危險的警惕意識，那麼幽暗意識提醒我們的則是

在可知的歷史經驗背後，還藏有更深不可測之物，那是一種「人性中與生俱來

的陰暗面和人類社會中根深柢固」之物。張灝受到自由主義傳統和韋伯（Max 

Weber）思想的薰陶，因此對幽暗意識的詮釋多少帶有他對基督教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中「原罪」的理解。他似乎附和西方對人性潛在之惡的憂懼其實有

助於社會立法的動機；以規範來抑惡驅弊，維繫集體秩序，反而在最大限度

下滋生了自由民主政體ep。

正如張灝所論，中國思想傳統雖然沒有原罪概念，仍有其自發的幽暗意

識，如漢代「天人合一」的認識論、儒家的人性論（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

論）、大乘佛教「復性」的教義，以及其他的思想傳統等。宋明儒學以一種幾乎

是存在主義的方式討論天理和人欲的一線之隔eq；尤其明清對惡與過的省

思，所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er，令人矚目。回顧現代中國的政治動盪，

尤其是毛澤東統治時期種種「靈魂深處鬧革命」的鬥爭，張灝提醒我們對中國

政治思想中的樂觀基調保持警惕：不只是對憂患意識念茲在茲，更要對幽暗

意識重新評估，如此才能對中國現代性展開更細緻的分析。

論者曾指出張灝理論的不足。李明輝根據康德（Immanuel Kant）和儒家立

場，質疑張灝的韋伯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語境es；而胡平則認為張灝暗示儒

家學說和獨裁統治的關聯，其實昧於歷史具體實相et。但我們甚至可以說，

張灝對幽暗意識的理解還不夠幽暗，因為他還是被人文主義思考模式所限，

所論幽暗意識似乎僅源於（缺乏清晰定義的）「人性」的短路或道德資源的匱

乏。張灝的理論也可以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悲劇式人文主義」相對

照，儘管兩者意識形態大有不同。對伊格爾頓來說，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基

督教神學還是心理學分析中，所謂人性都只能通過自我坎陷和激進的解構而

確立。換句話說，「悲劇式人文主義」啟動一種自我否定辯證法，總是以退為

進，直面人性最負面的可能，由此調動主體新生（重生）的條件fk。

儘管如此，張灝的論述仍提供極有價值的角度，供我們審視當代中國 

論述的潘格羅斯式傾向。張灝認為中國的（政治）思想還沒能突破聖王模式。

這種聖王模式培養了他所謂的「終極的樂觀精神」：除了強調人性本善和天人

交感，也為政教合一的體系提供了合法性，將人為統治和神學或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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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的合法性混為一談。最重要的是，這些因素助長了烏托邦主義傾向——往往

以「回到」未來的形式嚮往三代之治的（未來）回歸：「誰也不能否認：政治威

權主義，烏托邦心態和政教合一的概念曾經是近代政治文化的一些主導傾

向。同時，誰也不能否認這些傾向多少以中國傳統遺留下來的聖王觀念為其

淵源。」fl

張灝對中國思想中的幽暗意識的批評——或者對中國思想缺乏幽暗意識

的批評——其實異常貼近當代場景。這是一個只許樂觀主義獨大的時代。然

而，張灝開出的藥方卻似乎見效不大。為了糾正現代中國思想的樂觀模式，

張灝敦促我們挖掘傳統思想中所暗藏的批判視角。但是如此行事除了事倍功

半外，更可能重蹈林毓生所批評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學覆轍。

張灝建議我們棄絕烏托邦主義，話雖如此，卻未必能讓我們對歷史的無明做

出更有效的理解。

我所定義的「幽暗意識」不僅僅指向道德、宗教或意識形態本身的坎陷（如

張灝或伊格爾頓所設想的那樣）。它更是一種虛構能力，借想像來揣摩、擬想

文明無解的難題（aporia），甚至文明以外不可思議的種種。幽暗意識在理性價

值和信仰體系中挖掘出始料未及的意義或邏輯黑洞，在看似沒有問題之處看

出問題。幽暗意識與其說是一個道德命題，指向是非善惡的選擇，不如說是

一個認識論的操演，引導我們遊走思想、信念與情感內外，揭示其深不可測

的邊際——或沒有邊際。

換句話說，唯其因幽暗不可測，幽暗意識不能以簡單的道德、情感或者

政治邏輯來丈量——那還是太可測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批判西方形

上學傳統多以光明為意旨，而不能見黑暗中的幽光。他援引老子學說作為參

照，的確別有所見fm。道家傳統從老子「知白守黑」（「知其白，守其黑，為天

下式」）之說fn，到莊子描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fo， 

都賦予幽暗以洞見。

更進一步，當代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論甚麼是「當代」，直

言：「當代就是那些直視此刻當下的人，如此專注，看到的不是光明，而是黑

暗。」真正的當代學者舉目所見，是自己那個時代的「黑暗的光束，穿過重重

星雲」，直射而來fp。這種「黑暗」猶如天體物理學者定義的「暗物質」（dark 

matter），湧動無限、不可見、不可測的物質能量fq；或人類學者所定義的「暗

物質」，蘊含無限的默會致知（tacit knowledge）的潛力fr。

我認為，文學——包括烏托邦小說和它的對立面惡托邦小說——有助於

我們深入追索幽暗意識。在大說面對歷史和政治問題捉襟見肘之處，小說更

能體現、折射歷史及其以外的隱晦不明，不僅解釋，甚至解構與重構我們認

為理所當然的現實或真相。歸根究柢，小說本身就是遐想與虛構的操練，就

是擺渡現實和非現實的過程。文學帶領我們進入文明內外（尚）未可知的境界。 

在那裏，潘格羅斯主義如有一席之地，無非僅僅襯托那龐大的、無從捉摸的

幽暗閎域。在彼處，烏托邦和惡托邦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

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論「激進的他者」（radical otherness），可以

作為對文學展演幽暗意識的理解：那是一種面對「存有之外」（otherwis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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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的遭遇，將任何方案置於無盡的深淵試探之、思索之fs。在它最激進的

時刻，幽暗意識解構事物的本質性，同時又投射新的期許。這一過程用葉紋

（Paola Iovene）的話來說，「涉及了恐懼和渴望，以及對形塑人類行動的可能性

和限制的認知，二者隨着生命和敍事的展開相輔相成，並以文學文本為媒介

來傳達」ft。

現代作家探觸幽暗意識最犀利者，非魯迅莫屬。魯迅的作品不描寫現代

性（啟蒙和革命）的成功，而是現代性的矛盾；不記錄認識論或價值系統的更

迭，而是其內爆gk。對魯迅而言，革命的激情可以產生等量的破壞性動能；

啟蒙未嘗不肇生始料未及的迷魅；夢想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噩夢；地獄雖然可怕， 

竟然還可能被更深不可測的惡所取代，而且奉的是「仁義」之名。用魯迅的話

來說，「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gl。

夏濟安將魯迅描寫成陷在「黑暗的閘門」下的幽靈。這道閘門原應分隔絕

望與希望、入夢與失眠、生與死，但魯迅卻看出閘門的內外面向就是二律悖

反的實證gm。更令人悚然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禮教）不遺餘力，卻在〈墓

碣文〉描寫活死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gn

魯迅的幽暗書寫在〈夜頌〉達到高潮。他將自己比為「愛夜的人」go：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

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

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

大塊裏。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

一團糟。⋯⋯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幽暗意識之於魯迅，就是一種洞察力和想像力，同時激發為文學者的困惑與

好奇、畏懼與勇氣。文學不僅涉及社會和政治的美德與邪惡、烏托邦與惡托

邦，更涉及無物之陣——那虛無的實有，存在的無明。「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

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gp

三　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

千禧年之交的中國思想界盛行潘格羅斯主義，文學界卻瀰漫着幽暗意識， 

科幻小說的再起尤其值得注意gq。相較於二十世紀初由梁啟超、吳趼人所示

範的科幻潮流，百年瞬息已過。其間現實主義曾以各種名目主導中國文學想

像與實踐，從批判現實、革命現實、魔幻現實、浪漫現實到新現實主義，不

一而足。科幻小說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儼然衝擊現實主義典範。

二十一世紀中國科幻小說描述太空歷險、銀河遠征、數位政變、賽博格

（cyborg）霸權，還有烏托邦和惡托邦的興衰gr。顧名思義，科幻小說想像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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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術論文 乎想像的、書寫那不可思議的，以此鼓吹非現實或超現實的現象或題材。但

科幻又何曾脫離現實？不可言說的理念、方興未艾的神話、難以排遣的欲望

與恐懼，無不與當下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隱隱呼應。與本文息

息相關的是，新的科幻風潮如何呈現烏托邦與惡托邦，甚至異托邦的創作維

度gs？如何持續潘格羅斯主義與幽暗意識的對話？這一對話如何影響政治和

思想論述？

重寫烏托邦／惡托邦的風潮起自上個世紀末gt。梁曉聲的《浮城》（1992）

描述中國南方的一座大城一夜之間斷離陸地，浮城漫無目的漂流海上，尋找

新的國家，同時遭遇諸多災難。然而浮城的居民並未因此而受影響：勾心鬥

角、腐敗紊亂一如既往。保密的《黃禍》（1991）講述天安門事件後，中國陷入

內亂，甚至動用核武。戰事擴散，台灣、美俄牽涉其中，整個世界毀於一旦。 

與此同時，超過十億中國人流亡海外，所到之處無不引發政經危機，帶來新

的「黃禍」。到了新世紀，惡托邦有了更細膩的演述。先鋒作家格非的「烏托邦

三部曲」（2005、2007、2011），以抒情風格懷想中國現代追尋烏托邦的歷

程——從共和革命到共產革命，從城市規劃到鄉村重建，從自由戀愛到文學

創作——如何演變為一場又一場噩夢。繞過烏托邦的門面，只見人性的荒原、 

現代化的廢墟。

格非將他的「烏托邦三部曲」輾轉在傷逝情懷裏，相形之下，兩位流亡作

家——美國的曹冠龍和英國的馬健——的作品就更具挑釁性。曹冠龍的《沉》

（2009）聚焦文革傳出的廣西吃人案，卻以「人吃人」的鬧劇形式呈現（鄭義的

紀實文學《紅色紀念碑》〔1993〕即敍寫此事件）。馬健的《肉之土》（2010）則以

癱瘓的肉身作為政治隱喻，小說描寫一個年輕的抗議者在天安門事件裏中槍

癱瘓，長期昏迷。年輕人的身體日漸萎縮，潛意識還是異常活躍。他進入了

《山海經》的世界，一個神秘而又原始的天地。馬健也許意在通過神話召喚太

初洪荒的活力，以解放後天安門時期社會渾渾噩噩的狀態。然而《山海經》的

世界充滿惡靈怪獸，如何能為人類世界所吸納或馴服？以此，馬健似乎暗示

任何招魂的寫作也同時是復魅的寫作。

這些海內或海外的小說書寫末世預言或政治諷刺，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憂

疑，也因此與當代大說所投射的樂觀主義形成強烈對比。然而這些小說急於

構建烏托邦／惡托邦對比，每每流於簡化的辯證。它們也許表現了文人感時憂

國的心態，卻低估了當代問題的複雜性。

更曲折、也更流露幽暗意識的烏托邦／惡托邦敍事，別有所在。台灣作家

駱以軍的《西夏旅館》（2008）描述一間名為「西夏」的旅館裏一連串的奇詭遭

遇。旅館空間密閉，每個客房卻通往無盡延伸的舞台：從屍戀的愛情到如魅

如惑的追蹤，從鬧劇般的奇遇到不明所以的狂歡。然而在這些荒謬的故事背

後，駱以軍描述了一輩中國大陸難民落腳台灣的經驗。西夏旅館成為一個離

散者的集合點，一個破敗的、歇斯底里的悼亡空間。值得深思的是，西夏旅

館的命名直指十一世紀曾輝煌一時，卻為蒙古所滅，最後消弭於無形的西夏

王朝（1038-1227）。讀者於是見證一個後現代異托邦和一個前現代異族王朝之

間若有似無的對比。作為外省第二代作家，駱以軍的身世之感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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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董啟章1990年代末以來，寫作一系列關於神秘的V城（又稱「維

多利亞城」）的小說。從《地圖集》（1997）到《繁勝錄》（1998）、《夢華錄》（1999）

再到《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7），他從末世的「未來完成式」視角，回看V城 

的興衰。V城（暗示香港）就像中國歷史上其他偉大城市（如長安、洛陽、汴梁） 

一樣，終將湮沒在時光的洪流中。董啟章從敍事中捕捉「城」曾經的浮光掠影， 

那須臾即逝、卻又在縹緲的記憶中長存的本質。與此相對，定居台灣的馬來

西亞華人作家黃錦樹則創作了一系列關於「南洋人民共和國」的故事（《南洋人

民共和國備忘錄》，2013）。這個共和國據說是由南洋華人移民所建立，卻是

個幽靈的想像共同體，一個尚未成立就已然消散的烏托邦。藉着妙想天開的

情節，黃錦樹寫出海外華人面對移居環境最狂野的夢想和最深邃的恐懼。

傳統的烏托邦或惡托邦定義不能完滿說明這些小說的用意。不論是駱以

軍、董啟章還是黃錦樹都致力創造出一個另類空間，在那裏，虛構與現實、

霸權與自決、天堂與地獄般的二分法都被懸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曖昧的、

似是而非的境況，與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異托邦」若合符節。異

托邦是對烏托邦／惡托邦幽靈般的投射；異托邦吸納社會的異質元素，通過一

個文本的、虛擬的或實存的空間，將其與正規或正常的世界做出區隔。在觸

目所及的表面下，異托邦其實包含多層面的時空座標及意義，不斷調動其與

其他空間的關係hk。

因此，駱以軍的《西夏旅館》藉着時代錯置營造了歷史完全內捲的狂想曲， 

董啟章的V城系列翻轉過去與未來的線性發展，黃錦樹的《南洋人民共和國 

備忘錄》則把離散者的惡托邦與社會主義烏托邦混為一談。這些作家面對自己

尷尬的生存或創作處境，不再表現憂患意識而已——那仍是歷史盛衰邏輯的

推演；他們的寫作更指向了幽暗意識——夢催生夢中之夢，絕望和希望混為

一談，烏托邦暴露虛無的異托邦底線。

然而，如果論及潘格羅斯主義和幽暗意識的辯證關係，以下三位作家則

提供了更為耐人尋味的例子。

韓松《火星照耀美國》（2000）中，2066年成了中美關係的轉捩點。其時美

國遭逢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災難，一蹶不振，相反地，中國則成為了超級大

國。一個中國圍棋天才前往美國參賽，不料捲入了美國第二次內戰。他經歷

種種險境，包括搭乘「諾亞」號船隻從洪水中倖存，最終回到中國。從小說情

節看來，韓松似乎重彈中國崛起的老調，但他志不在此。小說裏中國之所以

取得超級強國的地位，在於臣服於「阿曼多」。這是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早已

控制中國百姓的生老病死。即便如此，當神秘的火星人降臨地球，阿曼多終

究崩潰了，中國變成「福地」——亡靈棲息之地。超越眼前的民族主義與全球

主義之爭，韓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更深不可測。

韓松認為「幽閉才是世界的本質」。在這幽閉的世界裏，「人吃人」是生存

的法則：《乘客與創造者》（2010）描寫一架永遠無法着陸的飛機，旅客在半睡

半醒之間，構成新的食物鏈。韓松的作品如此陰鬱詭譎，以致劉慈欣認為：

「韓松描寫的世界是我在所有科幻小說中見過的最黑暗的，在那個世界中光明

和希望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hl2016至2018年間，韓松完成《醫院》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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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學術論文 曲（《醫院》、《驅魔》、《亡靈》）。小說裏的主人公因誤喝一瓶礦泉水而被送入

一家醫保定點三甲醫院，從此展開有去無回的沉淪。《醫院》描寫「藥時代」

裏，人人陷入醫院無盡療程，彷彿卡夫卡（Franz Kafka）式的夢魘；《驅魔》進

一步暴露所謂醫院，其實是龐大人工智能控管的「藥戰爭」戰場；《亡靈》則敍

述「藥戰爭」裏僥倖復活的主人公見證了火星「藥帝國」崛起和崩潰的循環。

在韓松看來，病、醫與藥不只關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根本就是人

的生存本質：「這座城市裏，每一顆心都有病，都痛不欲生，裸露着呼喚治

療。」hm人人有病，人人治病，醫與病、死與生不斷輪迴，誰也不能出院。「生 

命政治」其實也是「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hn。而作為三部曲的終篇，《亡靈》

構建了復活之日火星醫院的醫學「大同社會」。「藥帝國」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

命「原死」就是「元死」，復活就是復死。甚麼是醫院？「整個宇宙都是醫院。」ho

劉慈欣的《三體》（2007）hp、《黑暗森林》（2008）和《死神永生》（2010）組

成了他的「地球往事三部曲」。這個系列堪稱當代中國小說中最有野心的作品

之一。劉慈欣將文革與星球大戰、歷史悲情與外太空奇觀融為一體，同輩難

以望其項背。但劉慈欣不僅寫出一部科幻奇觀，他更要探討形成這一奇觀的

倫理法則。《三體》中女科學家的父親在文革中遭迫害而亡，她為報父仇，邀

請外星生物三體人入侵地球。一群中國公民臨危受命，穿越時空，加入宇宙

大戰，奮起抵擋全球浩劫。

《三體》結構宏大，具有史詩風格，評者譽為雄渾崇高之作，的確實至名

歸hq。劉慈欣擬想世界文明深陷危機，人類命運無可挽回，末世視角令人不

寒而慄。也因此，《三體》一反常見的潘格羅斯式歷史觀，質問人類的理性是

否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結果？地表的（政治）科學是否足以回應來自宇宙另一端

的神秘威脅；「未來完成式」修辭法是否能彌補過去或者正在發生的不幸？女

科學家復仇的怒火是否可以推翻科學家對社會幸福的承諾？還有，國家領導

人是否既可以是人類救星又可能是危害人性的禍首？劉慈欣拒絕對這些問題

給予簡單答案。在亙古宇宙星空背景下，他讓這些問題互相碰撞演繹，從而

延伸卻也顛覆這部小說的崇高效應。

最後要討論香港作家陳冠中的作品《盛世》（2009）。小說開篇於2011年的

一次全球經濟崩潰。這場危機癱瘓了中國之外的所有先進國家，但中國反而

得以利用這一危機提升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因此到了2013年，中國得以宣

布「盛世」降臨。就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喜迎黃金時代之時，少數異議份子卻發

現可疑之處：一種被稱作「嗨賴賴」（hi-lite-lite）的現象瀰漫開來，在全國一片

喜洋洋的氛圍裏，愈來愈多的歷史、文明關鍵事物淡出人民腦海，這個國家

似乎有了集體健忘症。為了找到真相，這些少數份子綁架了一位國家領導

人，結果「真相」卻是始料未及。

《盛世》於2009年出版，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不免使人聯

想起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六十年後，中國實現了梁

啟超在二十世紀初想像的願景，但同時中國人民在黨國恩威並行的「仁政」下

「嗨賴賴」。而「中國宣布盛世的2013年」正是習近平宣示「中國夢」的一年，陳

冠中的預言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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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松或劉慈欣的作品相比，《盛世》鋪排情節也許不那麼引人入勝。儘

管如此，它創造了自己的風格，將未來幻想與當下此刻的話題連結起來。 

與西方惡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或《1984》（Nineteen 

Eighty-four, 1949）等相反，《盛世》的目的並不在揭穿邪惡統治的偽善包裝——

那是過時的惡托邦公式。它反而描寫故事的另一面。它讓被綁架的國家領導

人成為了小說真正的英雄。世故、冷靜還有點玩世不恭——這位國家領導人

用一整夜款款告白治國之道，讓所有人瞠目結舌。他說，政治的首要目標就

是讓人民幸福快樂，為了這一目的，使用必要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秩序有其正

當性；市場化就是提升社會主義的手段之一，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無非都是國

家意識形態博弈的籌碼。政府甚至通過飲用水讓人民飲進MDMA，幫助他們

遺忘任何有礙「健康」的革命記憶。這位領導人像是實用主義者，但他堅信共

產主義才是中國唯一且是最好的統治形式。當毛澤東與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相結合，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擁躉兼技術官僚誕生了。

陳冠中筆下的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但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動人的辯才與

言說技巧。他滔滔不絕地描述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以及國家所面對的挑戰，

得出的結論正是：現在的政府是所有人能想像出來的可能的政權中，最好的

那一個政權。他的告白如此動人，最後甚至說服綁架者釋放自己，如此他才

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陳冠中講述的故事裏，國家領導人不僅是能幹的執政者，同時也是最

迷人的「說故事的人」——講的就是烏托邦故事。通過他對中國未來黃金時代

的構想，陳冠中同樣取得了一種崇高的效果；不過不是「毛主義的崇高」，而

是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定義的「最崇高的歇斯底里」hr。

《盛世》在中國被禁，並不意外。但這部小說的意義不應只在禁書或政治

寓言而已。我們不妨思考，當代媒體和話語形式繁多，何以陳冠中選擇小說

這一文類來承載他的政治想法？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梁啟超一個多世紀前看

待小說的態度。我認為《盛世》不僅嘲弄中國當下政治，更承續上世紀初以來

梁啟超等鼓吹政治小說的理想精神。梁啟超發現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可

以改變世道民心，因而提倡「新小說」。一個世紀後的陳冠中書寫《盛世》，或

許已無晚清前輩那樣的雄心，但他藉小說散播魯迅所謂「真的惡聲」hs，仍然

值得深思：國家大說鋪天蓋地，但總應容許嬉笑怒罵的聲音，而小說以其虛

構特性，或許還能收盛世危言之效？

四　餘論

如果梁啟超提出了小說作為烏托邦的辯證法，那麼陳冠中（以及韓松、劉

慈欣等）更將小說作為探勘幽暗意識的地圖學。如何挖掘出幽暗意識的虛構潛

能，依舊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當務之急。藉着小說形式的千變萬化，我們想像

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之間詭譎流動的關係，以期有朝一日也許不再需要

這種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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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學術論文 然而，所有的現代性都包含着原始野蠻的烙印，所有的烏托邦都以虛構

的可能或不可能為前提。我們會意識到在任何時間的褶皺中，即使是歷史最

光明的時刻，如果失去了幽暗意識，任由其無所知、無所感也就無所畏的擺

布，我們將無法想像未來或善或惡的轉變，遑論作出判斷，趨吉避凶。

本文探討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的辯證，以及烏托邦與惡托邦的悖反

關連。在結束討論之際，不妨借鑒《盛世》。小說最後，陳冠中的異議人物選

擇了離開他們棲身的社會，遠走他方。但天地雖大，他們可有容身之地？於

是陳冠中提出他的終極難題：當烏托邦成為人人無從拒絕的選擇時，何以有

些人仍寧願徘徊在烏托邦門外，在幽暗意識的領域中冒險？他們難道還要找

尋烏托邦之外的烏托邦麼？

陳冠中無從解答。但魯迅〈影的告別〉曾如是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

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

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ht

肖一之 譯

註釋
1	 關於「中國夢」的更多闡釋，參見百度百科詞條「中國夢」，http://baike.baidu.

com/subview/1817221/9342599.htm。

2	 參見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邁斯納著，張寧等譯：《馬

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中國社會主義對烏托邦論述嚴加批判，謂其缺乏歷史實踐基礎。與此相對，共

產革命則為歷史必定實現的事業。西方左翼學者從布洛克（Ernst Bloch）到詹明

信（Fredric Jameson）等，則傾向肯定烏托邦的積極價值，並將革命視為通向烏

托邦目標的行動。布洛克將烏托邦衝動視為理想生活方式的永恆追求，一種想

像「尚未到來」的動力。有關布洛克烏托邦理論的介紹，參見Douglas Kellner, 

“Ernst Bloch, Utopia, and Ideology Critique”, https://pages.gseis.ucla.edu/

faculty/kellner/Illumina%20Folder/kell1.htm;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Nass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詹明信

則以烏托邦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挑戰資本主義現狀。參見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y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Verso, 2007), 2-10。詹明信感歎當代全球左翼革命

思想中烏托邦願景的暗淡，但即使他批判全球資本主義謀劃的烏托邦藍圖極為犀

利，卻未能以同樣的批判眼光檢視左翼革命烏托邦何以式微，尤其未能直面當代

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合謀共存的怪現狀及其後果。

3	 經典烏托邦概述，參見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有關烏托邦作為全球化概念的復興想像

之最新討論，參見Robert T. Tally, Jr., Utop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4dp　Voltaire, Candide, Or, Optimism: A Fresh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Criticism, 	

trans. and ed. Robert M. Adams (New York: Norton, 1991), 75.

5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載《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頁1-24。

6	 所謂「虛構性」的思考其實有其歷史譜系。從亞里士多德思想和儒家論述，再

到浪漫主義和解構主義都有所建言。在本文範圍內，我僅強調中國史學和文學論

述及書寫的互相關涉其來有自。但現代國家歷史論述如此徹底貫徹意識形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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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趨近虛構的現象，為前所僅見。另一方面，虛構（或文學）又被賦予空前講述、證

明歷史的任務，儼然成為歷史潛在文本。中國文學現代性獨特的雙重性緣此而生。

7	 阿倫特從公共空間敍事言說（說故事）的角度，思考城邦的誕生。說故事激

起城邦公民對過去和未來的歷史意識，夯實了講述人和聽眾之間的連接，也保

證了政體的想像性開放。說故事不僅是一種敍事娛樂，而且是一種陳述行動，

培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創新能力。參見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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